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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从认知角度探讨无法忍受不确定性（IU）在大学生压力知觉对焦虑影响中的中介作用和消极情

绪分化的调节作用。方法 使用压力知觉量表（PSS）、无法忍受不确定性量表（IUS）、抑郁 -焦虑 -应激自评量

表简体中文版和消极情绪分化能力测试对 271 名大学生参与者进行调查，采用 SPSS 22.0 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

析并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结果 压力知觉影响焦虑，IU 起中介作用，即压力知觉可通过影响 IU 影响焦虑；同时，

IU 对焦虑的影响可以通过消极情绪分化能力进行调节，消极情绪分化能力越高，焦虑的增加程度越低（β＝0.17，t＝

5.70，P＜0.01）。结论 从调节压力知觉、增强对不确定性的接受程度、提高消极情绪分化能力等方面制定相应训

练方案可能对减少焦虑有效，有助于指导个体通过及时感知和调整与焦虑相关的情绪或认知因素降低焦虑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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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perceived stress on anxiety among college students: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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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ediating role of 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IU) and moderating role of 
the negative emotion differentiation in the influence of perceived stress on anxiety among college students from a cognitive 
perspective. Methods A total of 271 participants were surveyed using the perceived stress scale, 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scale, depression anxiety and stress scale (Chinese version), and the test on negative emotional differentiation. SPSS 22.0 was 
used to perform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es and to test the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Results Perceived 
stress affected anxiety and IU played a mediating role－perceived stress could affect anxiety through influencing IU. At the 
same time, the influence of IU on anxiety could be adjusted through the negative emotion differentiation. The higher the degree 
of negative emotion differentiation, the lower the degree of anxiety increase (β＝0.17, t＝5.70, P＜0.01). Conclusion It may 
be effective to develop training programs to reduce anxiety by regulating perceived stress, increasing acceptance of uncertainty, 
and improving the negative emotion differentiation, which can help individuals reduce anxiety by perceiving and adjusting 
anxiety-related emotional or cognitive factors in a timely ma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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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压力以及生活中的不确

定性不仅易导致焦虑等消极情绪的出现［1］。消极

情绪不仅会影响个体的认知能力、人际关系和主观

幸福感［2］，还会降低工作效率［3］，甚至引发生理

不适和情绪障碍［4］，从而对日常生活造成负面影

响。因此，识别压力与焦虑发生的认知机制，据此



海军军医大学学报　   2025 年 5 月，第 46 卷· 638 ·

制定调节与干预方案具有重要意义。

压力最初源于物理学，Selye［5］把“压力”这一

概念引入医学领域，认为压力是个体对各种需求产

生的非预期反应。Lazarus［6］认为压力是当面对压

力刺激事件时，给个体带来的压力感知。通常情况

下，压力知觉（perceived stress）是指刺激被个体感

知到的程度，或个体将某应激事件知觉成某种程度

的压力的感知觉。客观存在的压力是否会对个体产

生影响取决于个体对压力事件的知觉和解释，受个

人情绪、经历、由情境引发的回忆、个体脆弱性、

应对技巧等多种主观因素影响［7］。因此，不同个体

面对相同压力刺激事件会产生不同反应［8］。同时，

认知和评估在压力知觉产生方面起着重要作用［9］。

遇到压力刺激事件后，感知到的压力会引起个体生

理状态和心理状态的改变，如紧张感和失控感［10］。

焦虑包括易怒、激动、难以放松和不耐烦，其

特征是主观的紧张、担心、恐惧和自主神经系统的

反应［11］。压力知觉与慢性疾病患者的精神病理症状

（如焦虑、抑郁）呈正相关。高水平的压力知觉会

导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出现焦虑或抑郁症状［12］。

与健康人群相比，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SLE）患者表现出更高水平的压力

知觉，并且高压力知觉的 SLE 患者比低压力知觉者

更易出现焦虑状态［13］。轻度至重度焦虑症患者的

压力知觉水平较正常人群高［14］。对健康中年群体

压力知觉发生率的调查结果表明，30～39 岁年龄

组的女性压力知觉最高，且中等程度的压力知觉与

焦虑相关［15］。目前已有的压力知觉与焦虑关系的

研究更多关注的是患者人群和中年健康人群［14-15］，

聚焦于青年健康群体的研究较少。本研究提出假设

1：在青年健康人群中，压力知觉正向影响焦虑，

即压力知觉越高，焦虑水平越高。

Freeston 等［16］将“不确定”定义为结果尚且

未知的情况及可能出现的一系列积极、中性或消

极结果的情况。无法忍受不确定性（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IU）是反映个体对不确定情况的容忍

程度和适应差异的一种性格特征［17］。IU 强调不确

定情况的“未知性”［18］和对不确定性感知的厌恶

反应［19］。IU 影响个体在认知、情绪和行为水平上

如何感知、解释和回应不确定情况［20］。压力知觉

高的个体容易将模糊情境知觉为压力情境，继而启

动消极认知与情绪加工，产生高水平的 IU。IU 与

焦虑存在显著正相关［21］，能够作为中介变量对焦

虑产生影响［22］，也可以直接影响焦虑情绪［20］。我

们推测，压力知觉可以直接影响焦虑，也可以通过

IU 间接影响焦虑。故本研究提出假设 2：在青年健

康人群中，IU 会在压力知觉对焦虑的影响中起中

介作用。

情绪分化理论认为，情绪是组织人类思想和行

动的主要力量，人类动机的基本情绪构成了独立的

情感系统，前者包括兴趣、喜悦、悲伤、愤怒、厌

恶、惊讶和恐惧。每种基本情绪都具有动机特征和

独特的神经运动程序，其产生不依赖于认知发展，

激活也不依赖于认知评价过程［23］，可以独立于认

知系统出现［24］。个体在生存与发展过程中，不可

避免地会产生消极情绪。消极情绪分化（negative 
emotion differentiation）是用精确标签对负面情绪

进行细微区分的能力［25］。消极情绪分化能够帮助

个体明晰压力来源、预期的生理经验，并确定适当

的行为反应，其对处理消极情绪，减少焦虑与抑郁

症状具有重要作用［26］，有利于个体健康生活。IU
会导致焦虑，而前者与情绪管理能力互相关联［14］。

我们推测，消极情绪分化在 IU 影响焦虑的过程中

起调节作用，若消极情绪分化能力高，个体便可以

准确区分消极情绪的种类，将诸如“内疚”“不安”

等情绪从“焦虑”中抽离，因此会降低焦虑程度，

减轻焦虑症状，否则，个体可能把不同种类的消极

情绪均识别为焦虑，导致焦虑水平增加。故本研究

提出假设 3：在青年健康人群中，消极情绪分化可

以调节 IU 对焦虑的影响。图 1 为根据假设建立的

结构方程模型。本研究通过对在读大学生开展调查

和分析，验证上述假说及结构方程模型。

图 1 预期结构方程模型

Fig 1 Expecte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1 资料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通过线上问卷形式在空军军医大

学、陕西中医药大学、西北大学在读本科生中进

行调查，共回收问卷 290 份，剔除漏答、不答等

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Perceived 
stress Anxiety

Negative emotion 
different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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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效问卷后，有效问卷 271 份。271 名大学生中，

男 232 人（85.6%）、女 39 人（14.4%），年龄为

（23.15±4.17）岁。所有参与者均获悉实验目的，

填写知情同意书。

1.2 研究工具

1.2.1 压 力 知 觉 量 表（perceived stress scale，
PSS） PSS 由 Cohen 等［8］于 1983 年提出，用于检

查和评估压力在疾病和行为障碍病因学中的作用，

并作为测量压力水平的量表被广泛使用。PSS 共包

括 14 个条目，每个条目采用 0～4 分 5 级评分，正

向条目包括条目 4、5、6、7、9、10、13，计算总

分时，先将正向条目进行反向计分，再将所有条目

的总分相加，所得分数即为 PSS 总分，分数越高压

力知觉越高。

1.2.2 无 法 忍 受 不 确 定 性 量 表（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scale，IUS） Freeston 等［27］于 1994 年

编制的法文版 IUS 最具代表性，各国学者将其进行

了修订，其中 Buhr 和 Dugas［28］于 2002 年修订的英

文版最具影响力。戴必兵等［29］于 2013 年对其进行

了汉化，共有 21 个条目。中文简版 IUS 共 12 个条

目，具有焦虑和回避 2 个因子，信效度良好［30］，其

中 7 个条目代表对未来事件的害怕与焦虑，被称为

“预期性焦虑”，另 5 个条目代表不确定性抑制行

为与经验，被称为“抑制性焦虑”。

1.2.3 抑 郁 -焦 虑 -压 力 自 评 量 表（depression 
anxiety and stress scale，DASS）简体中文版 DASS 
由 Lovibond 等［31］于 1995 年编制，龚栩等［32］于

2010 年对其进行修订，得到 DASS 简体中文版。

DASS 简体中文版全量表包含 21 个条目，抑郁、

焦虑和压力 3 个分量表各含 7 个条目，均采用 0～3
分 4 级评分。各分量表得分的 2 倍即为该分量表的

分值，分值越高代表越具有这种情绪。本研究采用

DASS 简体中文版的焦虑分量表。

1.2.4 消极情绪分化能力测试 在 Open Affective 
Standardized Image Set（www.benedekkurdi.com/ 

#oasis）［33］上选择 20 张消极图片，要求被试即时

回答图片使其感受到的特定情绪（“愤怒的”“羞

愧的”“恶心的”“悲伤的”“害怕的”）并进行

1 分（一点也不）～10 分（非常）评分。通过计算

每个被试对 20 张消极情绪图片评分的平均类内相

关系数（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ICC）研

究被试的消极情绪分化能力。低 ICC 表示被试使

用每种情绪量表的相似性较小，即消极情绪分化能

力较高。为了理解方便，本研究中用 1 减去计算得

到的 ICC 分数作为最终 ICC 分数，即分数越高代表

消极情绪分化能力越高［34-35］。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22.0 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首先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进行共同方法偏

差检验，然后计算描述性统计结果并进行变量之间

的 Pearson 相关分析，再根据温忠麟等［36］的方法进

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最后对调节效应进行简

单斜率检验。所有回归系数均采用偏差校正的非

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 法进行检验，随机抽样 5 000
次，计算 95% CI，若 95% CI 不包含 0，则表明效

应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Harman 单因素检验结果

显示，未旋转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提取出特征 
根＞1 的因子共 6 个，最大因子方差解释率为

33.18%（小于 40%），故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

同方法偏差。

2.2 压力知觉、焦虑、IU、消极情绪分化的相 
关性 Pearson 相关分析显示，焦虑与压力知觉呈

正相关（r＝0.41，P＜0.01），焦虑与 IU 呈正相关 
（r＝0.56，P＜0.01），压力知觉与 IU 呈正相关 
（r＝0.57，P＜0.01），IU 与消极情绪分化呈正相

关（r＝0.14，P＜0.05）。各变量得分及相关分析

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及相关矩阵

Tab 1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results and correlation matrix for each variable

Variable
Score 

n＝271, x±s
r

Perceived stress Anxiety IU NED
Perceived stress 23.71±9.10 1
Anxiety   2.89±3.79 0.41** 1
IU 28.20±9.81 0.57** 0.56** 1
NED   0.66±0.25 0.07 －0.02 0.14* 1

*P＜0.05, **P＜0.01. IU: 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NED: Negative emotion different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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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压力知觉与焦虑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检验 基于我们的模型和温忠麟等［36-37］的观点，若

以下 4 个方程有统计学意义，则表明有调节的中介

模型成立：（1）压力知觉对焦虑的效应有统计学

意义；（2）压力知觉对 IU 的效应有统计学意义；

（3）IU 对焦虑的效应有统计学意义；（4）IU 与

消极情绪分化的交互项对焦虑的效应有统计学意

义。模型检验结果见表 2。

表 2 压力知觉对焦虑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Tab 2 Impact of perceived stress on anxiety: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test

Variable Equation 1 (IV: anxiety) Equation 2 (IV: IU) Equation 3 (IV: anxiety) Equation 4 (IV: anxiety)
β t value β t value β t value β t value

Perceived stress 0.43 7.21** 0.59 10.90**

IU 0.57 10.53** 0.59 10.67**

NED －0.06 －0.93
IU×NED －0.15 －2.38**

Gender (Control variable) 0.01 0.09 0.06 0.99 －0.06 －0.25 －0.07 －0.30
Age (Control variable) －0.20 －3.12** －0.05 －0.82 －0.17 －2.94 －0.17 －2.85**

R2 0.22 0.36 0.35 0.37
F value 20.34**  41.52** 40.64** 26.24**

**P＜0.01. IU: 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NED: Negative emotion differentiation; IV: Independent variable.

方程 1 中，压力知觉对焦虑具有正向预测作

用（β＝0.43，t＝7.21，P＜0.01）。 方 程 2 中，压 
力知觉对 IU 具有正向预测作用（β＝0.59，t＝
10.90，P＜0.01）。方程 3 中，IU 对焦虑具有正向

预测作用（β＝0.57，t＝10.53，P＜0.01）。方程 4 中，

IU 对焦虑具有正向预测作用（β＝0.59，t＝10.67，
P＜0.01），消极情绪分化对焦虑不具有预测作用

（β＝－0.06，t＝－0.93，P＞0.05），IU 与 消 极

情绪分化的交互项对焦虑具有负向预测作用（β＝ 

－0.15，t＝－2.38，P＜0.01）。调节效应的 ΔR2＝

0.02，即额外解释了 2% 的变异，使解释率由 35%
提高到 37%，表明消极情绪分化是 IU 和焦虑之间

关系的调节变量，即消极情绪分化调节了中介过程

“压力知觉→ IU →焦虑”的后半路径。

为进一步了解消极情绪分化的调节作用，分

别取消极情绪分化 Z 分数上下一个标准差绘制交

互效应图，如图 2 所示。交互效应图可直观地显

示 IU 对焦虑的影响如何受到消极情绪分化的调

节。IU 对焦虑的影响可以通过斜率来表示，斜率

代表 IU 每变化 1 个单位焦虑变化的对应单位。

简单斜率检验结果表明，在消极情绪分化能力较

低时（消极情绪分化标准分等于－1），随着 IU
增加，焦虑水平表现出显著上升趋势（β＝0.27， 
t＝9.75，P＜0.01），即在消极情绪分化能力较低

时，IU 增加 1 个单位，焦虑将会增加 0.27 个单位。

在消极情绪分化能力较高时（消极情绪分化标准分

等于＋1），随着 IU 增加，焦虑水平表现出显著上

升趋势（β＝0.17，t＝5.70，P＜0.01），即在消极

情绪分化能力较高时，IU 增加 1 个单位，焦虑将仅

增加 0.17 个单位。结果表明，IU 对焦虑的影响随

消极情绪分化能力的增加而降低。

上述结果表明，我们提出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得到数据支持。具体而言，压力知觉可以直接影响

焦虑水平，也可通过 IU 的中介作用产生间接影响，

后半段路径同时受消极情绪分化的调节。

3 讨 论

3.1 压力知觉与焦虑的关系 压力知觉强调对压

力的知觉而非压力本身［7］，不同个体会对同样的压

力源与压力刺激事件产生不同压力知觉。压力的交

互作用理论认为，个体面对压力刺激事件时的最终

图 2 消极情绪分化在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和焦虑间的 

调节作用

Fig 2 Moderation role of negative emotion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and anx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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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与个体对压力的主观认知以及个体和周围环境

之间的交互作用密切相关［6］。个体评价压力刺激

事件时将进行初级评估、二次评估和再评估。在认

知评估后，面对相同的压力刺激事件，不同个体可

能产生不同的身心反应，若认为自身有充分能力与

潜能对抗压力刺激事件，且评估事件危害性不大，

则压力知觉较低，个体适应良好，否则会产生较高

压力知觉，导致认知偏差、情绪失调等不适应症 
状［38］。压力和知觉的关系被众多研究者探究。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流行期间，Ferreira 等［39］对 924 名

巴西民众的调查显示，相比男性，女性更多地表现

出超出平均水平的压力和焦虑。对宠物主人的调查

结果显示，相比未饲养宠物的被调查者，宠物主人

的健康焦虑更低，感受到的压力也更低［40］。一项

针对分娩产妇的研究表明，特质焦虑与分娩过程中

的压力知觉相关［41］。对被封闭管理的大学生进行

的调查发现，感知压力与短期内焦虑之间存在显著

正相关［42］。压力、焦虑和应对过程的多维交互模

型表明，压力事件导致的压力知觉影响焦虑，应对

方式和策略在压力事件和焦虑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同样表明了压力知觉对焦虑的影响［43］。与前人的

理论及研究结果相似，本研究验证了健康青年人群

压力知觉会对焦虑产生影响。

3.2 IU 的中介作用 不确定性本身是一个强大压

力源，在面对未知的潜在威胁情境时，有些个体会

感受到更多压力［44-45］，即面对压力源本身，一些人

感受到更多的不确定性，且更加无法忍受这种不确

定性，因此感受到更多的主观压力。IU 和避免不

确定性状态的倾向可能在焦虑及情绪精神病理学的

发展和维持中起着核心作用，与情绪障碍尤其是焦

虑障碍存在显著关系［46］。IU 可能在感知压力对焦

虑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流行

期间对共计 6 856 名老年人的调查表明，老年人均

经历了中等水平的焦虑、压力和对感染的担忧；焦

虑和压力的变化可以用包括 IU 在内的心理预测因

素来解释，证明 IU 在焦虑和压力知觉中起作用［47］。

Evers 等［48］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期间对自闭症

患者进行了一项纵向研究，调查了感知压力和焦虑

之间的关系以及 IU 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并在 4 个

月后再次调查感知压力和焦虑水平，结果发现在首

次调查中感知压力较高的患者在 4 个月后经历了更

多的焦虑，且首次调查中 IU 水平较高的患者 4 个

月后表现出更多焦虑的内化症状。本研究调查结果

证明，IU 在压力知觉对焦虑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即面对相同情境或压力刺激事件，压力知觉越高焦

虑程度越高，压力知觉直接影响焦虑水平，同时，

较高的压力知觉会导致个体产生更高程度的 IU，

此时，个体缺乏对该事件的具体认知，倾向于从消

极视角看待事件，最终导致更高水平的焦虑，即压

力知觉可以通过 IU 间接影响焦虑。本研究中，对

健康青年人群的调查获得了与老年人和情绪障碍患

者相似的结果，进一步拓宽了该影响路径的有效年

龄范围和对应群体。

3.3 消极情绪分化的调节作用 IU 对焦虑的影响

已经被众多研究者探索［22］。高 IU 个体对模糊情境

进行过度识别，并存在消极的问题取向［27］，这可

能是 IU 对焦虑产生影响的原因。消极情绪分化能

够帮助区分与标签化具体的消极情绪，有助于个体

根据具体情绪进行调整与应对。素质 -压力模型认

为低消极情绪分化能力放大了压力生活事件和抑郁

之间的关联。对青少年的追踪调查显示，高压力背

景下的低消极情绪分化是导致抑郁的主要原因［26］。

我们认为消极情绪分化能够调节 IU 对焦虑的影

响，在高 IU 群体中，相比低消极情绪分化的个体，

高消极情绪分化个体能够更好地区分自身消极情绪

的具体组成成分，将非焦虑情绪的消极情绪从焦虑

情绪中区别出来，从而降低焦虑水平。调查结果证

实了我们的猜想。

本研究招募健康青年群体，以压力的交互作用

理论为基础，探讨了压力知觉对焦虑的影响及其机

制，验证了压力知觉对焦虑的影响，以及 IU 的中介

作用和消极情绪分化在 IU 对焦虑的影响中的调节

作用。未来研究可探索调节感知压力的策略，降低

对相同事件产生的心理与生理压力；可制定 IU 训

练方案，提升个体对不确定情境和事件的接受度和

容忍度，从而降低焦虑水平；也可培养消极情绪分

化能力，尤其是消极情绪的敏感度和感受力，从而

更好地区分不同消极情绪，减少非焦虑情绪导致的

焦虑水平上升现象。总之，本研究结果有助于更深

入地理解健康人群焦虑发生的认知机制，据此制定

调节和干预方案，可能会产生一定积极效果。

致谢 空军军医大学、陕西中医药大学、西

北大学的学生认真参与了本次调查研究，为本研究

提供了珍贵的数据，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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